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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445 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 

董翔飛大法官  提出 

 

司法權之本質在於其具有正當性、獨立性、被動性及拘束性，其

中尤以營造其獨立的審判環境及遵守程序上的被動性最為重要。從權

力分立制衡的機制來看，司法機關唯嚴守不告不理之被動性，始能使

司法權限縮於憲法所規範的界線之中，而不致有逾越之虞，否則分權

制衡之機制，勢必蕩然無存，立法機關制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即在反映此一思想理念。大法官依據憲法掌理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

令之權，此種司法權之發動，依上開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

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

牴觸憲法之疑義，聲請解釋時始得為之，此為立法機關為具體落實憲

法有關違憲審查制度之準憲法法律，大法官審理案件，自應受其約制，

審理之標的與範圍，亦當恪遵上開法條，無論抽象審查或具體解釋均

應以該系爭案件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本身有無牴觸憲法或法

律為限，而非終局裁判所適用者或與個案具體事件無關聯性者，自不

在審理之範圍。司法機關唯有遵守此一立場，始能維持權力分立機制

之平衡及贏得立法機關、行政機關之尊重與人民、政黨及社會大眾之

信賴與肯定。 

本案聲請人於五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集會、遊行，因不符集會遊

行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未獲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帶領群眾，引導

車隊集會、遊行，經主管機關舉牌警告，制止及命令解散仍不遵從，

觸犯同法第二十九條之罪，經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三年度上易字第五二

七八號判決處以刑罰。有關本案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除集會遊行

法第九條第一項「室外集會、遊行，應由負責人填具申請書，載明左

列事項，於六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及第二十九條「集會、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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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該管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仍繼續舉行經制止而不遵從，首

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規定外，與本案具體事實相關

聯且必要之條款，僅同法第十一條第六款「申請不合第九條規定者，

不予許可。」及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有左列情事之一者，該管主管機

關得予警告、制止或命令解散」、第二項「前項制止、命令解散，該管

主管機關得強制為之」。至於同法第四條「集會遊行不得主張共產主義

或分裂國土。」、第十一條第一項「申請室外集會、遊行，除有左列情

事之一者外，應予許可：一、違反第四條、第六條、第十條之規定者。

二、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之虞者。三、

有危害生命、身體、自由或對財物造成重大損壞之虞者。四、同一時

間、處所、路線已有他人申請並經許可者。五、未經依法設立或經撤

銷許可或命令解散之團體，以該團體名義申請者。」及第九條第一項

「但因天然災變或其他不可預見之重大事故而有正當理由，得於二日

前提出申請」之但書規定，則與本案聲請解釋之事實原因可謂毫無關

聯。多數意見所通過之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對引發聲請人未獲許可之

第九條第一項所定「室外集會、遊行須於六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之期間限制，及同法第二十九條所定「首謀者處以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拘役」之罰則予以實體審查，要屬當然。惟除此之外可否再擴及與

案關事實毫無關聯且亦非終局裁判所適用之領域如集會遊行法第八

條、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以及由同條第一項第一款延伸

出來的第四條、第六條及第十條之規定，作成所謂「訴外」之解釋，

其正當性基礎為何？本席深表懷疑。解釋理由書雖云「大法官依審理

案件法規定所為解釋，固以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為標的，

就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有無遭受不法侵害為審

理對象。惟人民聲請憲法解釋之制度，除為保障當事人之基本權利外，

亦有闡明憲法真義以維護憲政秩序之目的，故其解釋範圍自得及於該

具體事件相關聯且必要之法條內容有無牴觸憲法情事而為審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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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數例說明大法官解釋憲法之範圍，不全以聲請意旨所述者為限。大

法官此一說理，姑不論是否符合立法者之所以訂定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之意旨，但事實上已無異打破法律對解釋程序所設的各種框架，並對

司法審查權的範圍作了某種程度的擴張，類此行為，究係如解釋理由

書所云「以維護憲政秩序之目的」，抑或係有礙憲政秩序之維護，尚有

辯論之餘地。再說所謂「相關聯且必要之法條」究何所指，亦屬可辯

性之不確定概念，即以本案為例，釋憲聲請人申請集會、遊行之所以

未獲主管機關許可，既非因為「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亦非因為

在總統府、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或各級法院，國際機場、港口及

重要軍事設施地區及其週邊範圍舉行；更非第十條所定「負責人或糾

察員未滿二十歲，無中華民國國籍或受刑事處分、保安處分及禁治產

宣告」，而是因為不符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於六日前提出申請」而未被

許可。嗣以抗議台北市政府違法傾倒廢土而擅自帶領車隊及環保聯盟

成員走上街頭，經主管機關警告、制止、命令解散而不遵從，觸犯同

法第二十九條罪而被判刑，自始至終，從頭到尾從未主張過共產主義

或分裂國土，亦無事實足認有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之

虞或有危害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物造成重大損失之情事，終局裁判

所述犯罪事實亦無類此情形，顯見集會遊行法第四條、第六條、第十

條、第十一條第一款至第五款以及第九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均與案關

事實毫無邏輯上的關係，至少聲請人表現自由之權利，並非「真的」

已遭侵害，而是一種「臆測或可能」之聯想，事實上從八十一年修法

迄今，三萬一千餘件申請集會、遊行的案件中，祇有一○八件未予許

可，其中包括本案在內，並沒有一件是因為違反第四條規定之情事，

對此「尚未形成爭議亦未達到必須裁判程度」之尚未成熟的訴訟，釋

憲機關如可選擇性的借題發揮或主動過早介入，恐亦有違司法權被動

性之本質。作為釋憲者的大法官，於審理案件時，不必受限於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所定程序之規範，可以如此自由揮灑、為所欲為，將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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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權的功能超越立法行政機關制定的法律命令之上，則不知「大法

官審理案件法」還有什麼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權力分立貴在相互尊重，

彼此各自遵守憲法權限，司法機關尤應堅持程序上的正當性與被動性，

分權理論始能彌久長新。解釋文解釋之標的及範圍未能以確定終局裁

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為限，而擴及非相關之法律領域，本席未便苟

同，爰提出部分不同意見如上。 


